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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社会秩序的符号建构

———以道家的自然观及其实践为考察对象

祝 东

(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自然符号思想重在遵循文化空间的内部发展规律，强调一种因顺自然的

方式，反对统治者的强制干涉。黄老学者充分吸收道家自然思想，并结合其现实背景将作为自然的“道”和作
为秩序规则的“法”进行整合，因道全法，贵因重权，将道家自然和谐、尊重符号域内部发展规律的思想引入秩
序调控之中，稷下法家学者进一步将其引入法治理论之中，并在汉初得到应用推广，奠定了汉家基业。其深层
原因正是齐法家在推求秩序规则的法律符号系统中注入了“自然”的语境变量，增加了文本解释的张力，突破
了法家一断于法而缺少和谐的这一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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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庄的自然观及其符号思想

老子是轴心时代的中国智者，根据其史官身份

可知，老子比后来其他先秦诸子都能够更多地接触

到更丰富的文献史料，史官身份的世袭制也使得他

比其他诸子在文化修养上的积淀更为深厚，这些也

正是老子比其他诸子能够更加透彻地了解自然与

社会历史演变的深层原因，特别是老子对现存社会

及其弊病的深刻洞察，使得他的哲学思想颇不同于

先秦其他诸子，特别是相较于儒家先哲孔子的重建

礼乐系统来规范社会秩序的政治取向，老子则站在

近乎解构的立场，倡导一种“自然”“无为”的态度。
而老子的这种态度与当时的社会秩序失范有着密

切关系。正如孟天运所言: “只是由于社会发展偏
离了人的本性，社会的一些制度、规范、价值观念的

异化，使人受到了自己创造的产物控制，才出现了

私欲，出现了争斗，具有了智慧，出现了诈伪，法令

滋彰，奇物滋起。”［1］( P． 586) 社会制度规范也好，法
令、奇物也罢，都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而文化又
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人应该是文化的主人，能

够支配自己的创造物，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反的

景象，“人们往往拜倒在自己的创造物之下，迷失
在符号的密林里”［2］。这就是异化，是人与自己的
符号活动的产品形成了对立，甚至遭到符号的奴役

控制。《老子》文本中充满不、无、勿、弗、毋等否定
性副词，其实就是对这种异化现实的反驳。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

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 二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六十四

章)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八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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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里所谓的“圣人”，其实也是统治者，是
“明通大道而虚静无为之君的特殊称呼”［3］( P． 11)。
圣人治国理政应该因顺自然，而不是依照主观想法

强行推行政令法规，是顺应万物的发展规律进行引

导而不是横加干涉，因此作为“圣人”能超然物外，
不看重“难得之货”，黄金珠宝作为“难得之货”是
其“符号意义上升的缘故”［4］( P． 122) ，圣人能洞穿其
符号价值，进而将其降解“物化”，使之向纯然之物
( 金属物、石头) 靠拢，同理，“不上贤，使民不争; 不
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三
章) ，都是对过度符号化现实的拨乱反正，“尚贤”
乃是推崇符号化的名位，“难得之货”是物品符号
价值上升的结果，这些也是引起社会民心混乱的原

因，所以要否定。道家的圣王是“为无为，事无事，
味无味”( 六十三章) 的，其实就是顺其自然，无论
是行为处事还是施政治国皆是如此，唯有如此，才

能有最后一章“为而不争”的结果，使整个社会趋
于无欲不争的景象。
除了对异化现实的否定之外，《老子》中还多

用“去”“绝”等带有否定性意义的动词，以示对异
化现实的积极干预。
大道废，有人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

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民弃义，民复孝慈; 绝

巧弃利，盗贼无有。( 十九章)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二十九章)
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符号的出现，正是大

道废弃的符号表征，正应了一条符号学原理———意
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正如赵毅衡先生所言: “既
然之所以需要符号，是因为缺少相关意义，那么符

号越多，就越暴露出意义之阙如。”［5］( P． 45) 本乎此，
我们就容易理解《老子》十九章的意思了，圣智、仁
义等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大道的缺失，因此要复归

大道，应该积极主动地弃置、断绝这些符号，也即二
十九章所言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行为。河
上公注谓:“甚谓贪淫声色，奢谓服饰饮食，泰谓宫
室台榭。”［6］( P． 119) 声色服饰宫室之属，如果仅作意
义交流和保暖居住之用，则是具有使用性的人造

物，但如果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带上了其他意义，

就已经符号化。“物必须在人的观照中获得意义，
一旦这种观照出现，符号化就开始，物就不再停留

于‘前符号状态’中。”［5］( P． 35) 符号化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过度追求符号化，如“甚、奢、泰”，如此会挤
压人类的正常生活，所以河上公又指出，“去此三

者，处中和，行无为，则天下自化”。这里又引出另
外一个被老子肯定的概念“自化”，即《老子》对
“自”的肯定，如自爱、自知、自胜、自化、自正、自
富、自朴等。
道恒无名①，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不

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三十七章)
我无为，人自化; 我好静，人自正; 我无事，人自

富; 我无欲，人自朴。( 五十七章)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

此。( 七十二章)
关于“道恒无名”的问题，笔者曾撰文指出这

其实是一个符号表意的难题，作为万事万物变化总

根源和总规律的“道”是不能用符号化的“名”来表
征的，因为符号化意味着片面化，这样就失去了

“恒”的特征，而且万事万物一旦有名之后，也就有
了区分和差异［7］，一旦名引入政治伦理领域，成为

一种名分等级的时候，社会就出现了巨大的分化，

这种人造分割也正是造成社会纷乱的一大源头。
所以，老子认为侯王如果能顺乎自然，无欲无为，不

去强制分割控制，“以自然与和谐的原则来引导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8］( P． 587) ，那么民众将会自然而然
地自我化育、生长、发展，唯有如此，社会才能趋于
安定，所以在第五十八章借“圣人”之口再度申述
“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好处，两相比较才
会有“去彼取此”的结论。而老子的这种“不干涉
主义”正是与当时的统治者“擅自厘定出种种标
准，肆意妄为，强制推行”有关。［9］( P． 283) 所有这些归
结起来，其实就是对“自然”的肯定，老子的“自然”
其实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之意。
老子提倡“无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老子》中

多处提出功成身退的内容，如“成功不居”( 二章) 、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九章) 、“成功不名
有”( 三十四章) 、“功成不处，斯不见贤”( 七十七
章) 等等，从“功成”中可知老子的思想还是“有为”
的，但不是居功自傲，反而认为这是“自然如此”。
“希言自然”( 二十三章) 亦是如此，倡导少出政令
干涉而顺其自然，因为在老子看来，“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五章) ，人→地→天→
道→自然，这是一条逐层取法的规则。道以自然为
法则，其实就是摒弃人为干预，遵从事物的客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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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 年，第 421 ～ 425 页。



律，这也是道德尊贵的原因。“道之尊，德之贵，夫
莫之命而常自然”( 五十一章) ，顺任事物自然发
展，而道家的“圣人”的工作也就是“以辅万物之自
然而不敢为”( 六十四章) ，辅助万物顺其自然而不
加干涉，一如车载所言，老子的“自然”其实是“不
加人为任其自然的状态，仅为《老子》全书中心思
想‘无为’一语的写状而已”［9］( P． 142) ，可谓的论。
如果说老子从正面肯定了“自然”“无为”的

话，那么其后学庄子则从反面指出了“干涉”“有
为”的弊病。“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
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
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
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行仁义，圣
人之过也。”(《庄子·马蹄》) 在“有为”的驱使下，
产生了牺尊、珪璋、礼乐、文采、六律之属，但这些也
正是以原木破坏、白玉被毁、道德被弃等为代价造
成的结果，最后势必天下大乱。“及至圣人，屈折
礼乐以匡正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庄子·
马蹄》)统治者试图以仁义为旗号、以礼乐来约束
规范人们的表意行为，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有为”
的干涉违反了事物发展的本性。“屈折礼乐，呴俞
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
骈拇》)，以礼乐仁义为标准来教化规范世人，实际
上是对人的本性的伤害，在《庄子·应帝王》中还
有一个深刻的比喻，即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为

中央之帝混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混沌之
死正是有为者强制干涉的结果，由此便不难理解

《庄子》中一再重提“因自然”(《庄子·德充符》)、
“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应之以自然”
(《庄子·天运》)的命题。俄罗斯符号学家洛特曼
将人类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视作“符号域”，符号
域中心代表着稳定和秩序，符号域边缘则被视作混

乱和无序。一般而言，中心视作正项，边缘则是异
项，中心与边缘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对话关系，而且

“对话并非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的”［10］，中心( 正
项) 总是试图以自己的规则来规范边缘( 异项) ，最

为关键的是，正项与异项并非绝对，而是取决于中

项的偏向情况。也即是说，中心之“正项”与边缘
之“异项”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是以对方为“他
者”来建构自身的，符号域不仅区隔了中心与边
缘，同时又连接着二者，正如皮特·特洛普所言，
“对话是符号域的本体特征”［11］。由此看来，居于
中心的统治阶层以仁义礼乐来强制规范他者并非

就是正确的、符合规律的。所以，道家“自然”“无
为”的意义在于“以这样一种顺之自然的方式来对
话，摒弃干涉强制主义，恢复符号域内部的发展规

律”［12］，遵循文化空间内部的发展规律，让域际交
流的自然规律来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求

得一种平和的发展，道家自然观的符号思想也即导

源于此。

二、黄老的天道自然与秩序建构

作为学术流派概念的“黄老”屡见于《史记》之
中，如司马迁认为申不害、韩非之学皆“本于黄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慎到、田骈等“皆学黄
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其中的
“黄”是指黄帝，“老”则是指老子。黄老之学盛行
发展与齐国稷下学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已为学界公

论，但陈鼓应指出，“黄老思想的起源或可能早于
稷下道家，但它盛行于全国各地而成为战国显学是

因着稷下道家的倡导”［13］( P． 22)。任何学术思潮的
产生发展皆与一定的时代背景有关，稷下学者选择

黄老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田氏篡齐之
后，出于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为争王称霸制造舆
论，将远祖追溯至黄帝处，郭沫若、胡家聪、王葆玹、
白奚等学者对此已多有阐发。据郭沫若《十批判
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考证，“黄帝”一名在古
器物铭文中是从齐国《陈侯因咨敦》开始见到的，
其文中有云，“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
扬厥德”，黄帝是在齐国的统治者这里信史化
的。［14］( P． 155) 黄帝与老子结缘，则可能与楚灭陈之
后，陈国逃亡者投靠田氏，带去老子之学，田氏将老

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 之类
的学术思想应用到政治实践中，“以大斗出贷，以
小斗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发展自己势
力，最后一举篡齐。田齐处于战国变法图强的关键
时期，为了自身的发展，开辟稷下学宫，延揽人才，

一方面通过知识阶层的论辩讲学，为自己政治权力

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宣传，一方面通过知识阶层积极

参政议政，力图富国强兵，“夫争天下者，必先争
人”(《管子·霸言》)，于田齐统治者而言，通过稷
下学宫“争人”，其目的在于“争天下”，因而，稷下
学者实际上承担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功能。在这
里，通过黄帝这一媒介将统治阶层要求的社会规

则、禁忌系统导入理论系统之中［15］( P． 27) ，道家的天
道自然思想才能落实到实处，才具有可操作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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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黄、老合璧而成的黄老之学的学术旨趣。
稷下学宫兼收并蓄，儒、墨、道、法不拘一格，诸

家学者在稷下论辩交流，又有互相融合的趋势，这

种学术盛景可用八字以概之: 百家争鸣，交流融合。
其中，融合而创新的则是黄老之学。从现存文献资
料看，列入道家的人数最多，如彭蒙、田骈、慎到之
属皆是，但是这些学者在进行学术活动的时候，其

现实的政治目的却是相同的，即为田齐的政治发展

服务。他们借黄帝之言，将高妙玄虚的老子之学拉
回纷乱复杂的现实人间，将其与作为统治者黄帝的

治术熔于一炉，是为刑名法术之学，所以，从稷下学

者留下来的资料《管子》看，其学术旨趣是法家的，
但又不同于峻刻的三晋法家。这种融合的趋势也
使得后人无法将稷下学者具体归入哪一个学术派

别。正如白奚所言: “稷下学者们的思想体系中，
都同时兼有两种或多种不同学派的思想学说，因此

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纯粹的这一派或那一

派。”［16］( P． 81) 在交流融合中取长补短，能够最大限
度地吸收别人的长处而融合创新，正是齐国稷下之

学的学术特色，黄老之学即是这种学术背景下的

创新。
黄老之学结合的第一步就是将作为万物本原

的“道”和作为世间万物秩序的“法”进行整合，提
出了“道生法”这一理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
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
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
下而不惑矣。”①(《黄帝四经·经法》)“道”作为宇
宙万物运行的总规律，“法”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总
原则，“道生法”意味着人类社会行为的秩序法则
以“道”的运行规律为指导。“法”一旦创制生成，
则成为辨别事物行为曲直的准绳，不可违犯废弛。
接下来，黄老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如何在“道”的指
导下来规范秩序。
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

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
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
号矣。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黄帝四经·经法》)
统治者在“道”的指导下，就可把握任何细微事物
的形和名。“形”一般认为是事物的形体、状态等，
而“名”则需要解释一下。《墨子·经说上》云:“告
以文名，举彼实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谓: “此篇
‘之’字多误为‘文’，此‘文名’亦当作‘之名’。
‘之名’犹言是名，与‘彼实’文相对。”［17］( P． 338)《墨

子·小取》“以名举实”亦可印证。谭戒甫《墨辩发
微》谓: “盖凡物在未举之先为实，在既举之后为
名。”［18］( P． 108) 姜宝昌《墨经训释》引范耕研《墨辩疏
证》云:“文即是名。自其出诸口者言之，则谓之
名，自其箸于竹帛者言之，则谓之文。”［19］( P． 35) 由是
可知，无论“之名”还是“文名”，“名”都是表征
“实”的语言符号。有一事物之形必有一事物之名
( 符号) ，正好与符号学家皮尔斯“外部世界是符号
意义的主要来源”的观点趋同，合乎“世界—认
知—符号”这一符号学的认知模式。［20］形名关系对
应确立之后，作为语言符号的名的边界就是形的边

界，而万事万物都可以在形名对应的情况下确立自

己的边界，如此逆推，把握形名符号即是把握了万

事万物的秩序。作为统治阶层的“执道者”所执之
“道”就不再是“玄之又玄”不可见闻的东西，而落
实为实实在在可以掌控的形名，但是形名又不是强

制推行的秩序系统，而是“自为形名声号”，这实际
上又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一种回应。
黄老之学结合的第二步是将老学的自然观念

注入黄学的秩序调控规则之内，调控意味着干预，

但干预有顺有逆。“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
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
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自命也，则存亡兴坏
可知［也］。”(《黄帝四经·经法》) 合于道者为
“顺”，反之则为“逆”，而顺逆又关乎“存亡兴坏”，
所以在《黄帝四经·经法》中明确提出了“顺治”
“逆治”的概念，前者即是遵循自然规律，后者则是
违背自然规律，顺则成之，逆则败之。在《黄帝四
经》中，特别强调“自”“顺”“因”，这几个词也是其
高频关键词。
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静。物自正也，

名自命也，事自定也。(《黄帝四经·经法》)
内外皆顺，功成而不废，后不逢殃。(《黄帝四

经·经法》)
名实相应则社会安定，反之则会出现纷争( “静”读
为“争”) ，所以把名实问题捋顺了，物、名、事也就
自然而然地“自正”“自名”“自定”，这也正是对前
文所言老子贵“自”的肯定和回应。因而作为“执
道者”，只需“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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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十大经》)，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
法则，也即是“因天之则”(《黄帝四经·称》)，赞
助人事，如此才能“功成而不废，后不逢殃”。“因”
即是因顺、顺应而不横加干扰之意，“因天时”实际
上也是稷下黄老学者一再强调的内容，在《经法》
和《十大经》中都曾论及这一主题。正如陈丽所桂
言:“所谓‘因’，就是顺随外事外物以举事。它是
黄老道家对《老子》雌后、反智哲学的共同转化，它
构成了黄老之学的核心要素，所有的黄老学家没有

不讲因术的。《管子》有静因之道，《慎子》主因循，
《吕氏春秋》有贵因篇，《淮南子》尤集各家‘因’术
之大成。”［21］( P． 40)

因此，黄老学者在建构秩序规则时，通过援法

入道，将道家自然和谐、尊重符号域内部发展规律
的思想引入秩序调控之中，强调因顺自然，反对倒

行逆施。这一方面使为道、为学高妙玄虚的老学转
化为实用性较强的社会治理法则; 另一方面又去掉

了人为粗暴干涉的弊病，兼顾了理论的科学性和实

践的可操作性，这也正是稷下法家自觉接受黄老之

学并将其应用到法家社会实践之中的深层原因。

三、稷下法家对自然的应用反思

梁启超在论及法家思想时指出: “法家起战国
中叶，逮其末叶而大成，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后盾，而

参用儒墨两家正名核实之旨，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政

治学说。秦人用之以成统一之业。汉承秦规，得有
四百年秩序之发展。”［22］( P． 184) 这里梁任公说对了
一部分，即法家参考了道家的学术思想，但是秦完

成统一为什么不能持久，汉代却能有四百年基业?

其实二者所承继的法家是不相同的，梁氏这里有胡

子眉毛一把抓的嫌疑。《韩非子·五蠹》篇谓，“今
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明确提
出了“商法”和“管法”两大法家系统，并且流传甚
广，商法其实就是以商鞅为代表的三晋法家，管法

则应是见存于《管子》之中的齐法家，秦是以三晋
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汉用的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法

家，也即齐法家思想，两者是不同的。
齐法家思想主要见存于《慎子》残篇及《管子》

之中。如前文所言，田氏篡齐之后，为论证其权力
的合法性，有意抬高与其有历史渊源的黄帝和老

子，而稷下学者则是其理论旗手，在此背景之下形

成的黄老之学自然成为田齐的官方学说，稷下学者

也无不受此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慎

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
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
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明确指
出慎到、环渊等稷下学者“学黄老道德之术”，一个
“学”字不仅说明黄老之学为齐国官方之学，同时
也说明诸家学者在齐地要生存发展，必须以黄老之

学作为理论指导，进而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相关理论

阐释，而一个“术”字则正好印证了前文黄老之学
将老学发展成为偏向实践的治理法则的一面。这
其中慎到就是用黄老之学发明法家学术较早的一

位。正如郭沫若所言: “慎到、田骈的一派是把道
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的。严格地说，只有
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14］( P． 167) 如果
说黄老之学起初为齐国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元理论

的话，那么齐法家学术思想则是其为争夺天下的发

展性理论学说。
四库馆臣纪昀指出，《慎子》一书“大旨欲因物

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

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净而治。然法所不
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
以申、韩多称之也”。［23］( P． 1566) 这里有两个重点值得
注意，首先是指出慎子因任自然的思想，其次是点

明慎到是道法转关的过渡人物，其学术思想间有黄

老道家和法家之特征，但现残存《慎子》“差不多都
是法理论，黄老的气息比较稀薄”［14］( P． 168) ，亦是实
情。《慎子·因循》谓:“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
也者，因人之情也。”天道之德，如果因顺人情，则
大，如果违背人情，则小。这里充分体现了慎子贵
因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道家
的自然观，另一个是齐地顺因传统。从道家自然观
看，因其实就是因顺自然之意。正如许富宏所言:
“因……原意指顺应自然，不加干涉，也即人应该
认识、尊重、服从外界变化的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
必然趋势。”［24］( P． 26) 从齐国固有的顺因传统看，其
从齐国开国理政的时候就开始了。“太公至国，修
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

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世家》) 管仲相
齐的时候亦是如此。“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
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
之”(《史记·管晏列传》)。齐国数代统治者皆因
袭齐地旧俗，顺应自然风俗，而不加横加干涉。人
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慎子看来，充分利用这种本

性，顺势利导，即可见成效。“故用人之自为，不用
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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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循》)人都有“自为”的私心，这即是人的自
然本性，统治者要注意引导利用这种自然之性，施

之于人事，则会获得大用，这就是从风俗自然之

“因”到政治治理之“因”，这种思想又在《管子》诸
篇中得到强化。
胡家聪的研究指出，《管子》书系稷下百家争

鸣的“投影”，综合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
家等学术思想，“相互影响，互补趋同，而已法家政
治思想为主导”［25］( P． 36)。可谓见解精到，《管子》融
合了其他学派的学术思想，但是其目标指向却是现

实政治与治理，而这个则是法家的主要议题，《管
子》中多篇论及政治与法理，诸如《牧民》《权修》
《立政》《法禁》《重令》《法法》《任法》《禁藏》等，
明确提出以法为治的思想，如“行法修制”(《管
子·法法》)、“法立令行”(《管子·正世》)、“法法
则治”(《管子·禁藏》)。作为法家，自然注重令行
禁止、刑罚惩戒。如《管子·法禁》有云: “法制不
议，则民不相私; 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管
子·重令》云“行令在乎严罚”，《管子·法法》谓
“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以上诸条皆可
见出法家的严酷。但是，齐法家同时综合了儒家的
仁义礼教思想，“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
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管子·法禁》)，
这里提出的教民、以仁安民、以耻使民的思想，则近
于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的思想。所谓“修”，郭沫若等学者解释为
“循”，整句意为遵循民众自身之能而让其有所
成［26］( P． 368) ，符合齐法家融合儒道诸家之学的实际

情况，“循”，即遵循、因循，也是顺自然之意。
齐法家的法治思想绝不同于三晋法家纯从统

治者立场出发来统一民众的行为，而是从民众的本

性出发，顺其自然，“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
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管子·禁
藏》)，充分利用民“所乐”“所利”“所善”“所恶”的
自然本性来引导管理，“圉之以害，牵之以利”(《管
子·禁藏》)，用民众所“害”( 如刑罚) 来约束他
们，用民众所“利”( 如名位) 来诱导他们，皆是先肯
定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然后因势利导，这是

《管子》的因术，与慎子同出一辙。
在稷下法家看来，“明君”除了重“因”，还要知

时变。“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
这里提出的“随时而变”即是政令法规要权衡时代
背景和具体的语境，这其实就是重“权”的思想，在
《管子·五辅》中论及的德、义、礼、法、权五种辅国

理政的措施中，权居其一，只知道法还不行，还需知

“权”，权衡的内容即是“三度”，即“上度之天祥，下
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在采取行动之时需要考
量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的因素，审时度势，采取
相应行事，而“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管子·心术上》)，事物及行事必须以法作为检
验标准，法又要经过慎重的权衡来制定，权衡的标

准和依据就是“道”。权即是权变，语境变换，则更
换表意方法。而权出乎道，说明根本在于“道”，法
家在调控秩序的时候，如果一味注重秩序的整齐性

而缺少权变，则太过僵硬，民众难以适从，甚至会引

起反感和反抗，所以齐法家是因道全法。根据自然
和时势采取相应的秩序规范，这一点与三晋法家有

很大的不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援引其
父司马谈论法家之语谓其“严而少恩”，即是指出
三晋法家过于严酷而缺少变通。所以，学者王葆玹
将其与齐法家比较之后指出:“似以秦法家最为严
厉苛刻，齐法家最为开明宽容。”［27］( P． 6)“黄老学派
认为法律必须因顺民心与人情，而秦法家则看重刑

法之‘无情’的一面。”［27］( P． 2) 我们知道，儒家在礼
的秩序之中增加了“乐”的因素，才能和谐统一，但
是三晋法家学者“严而少恩”，缺少儒家之“乐”所
产生的和谐润滑因素。正如日本学者谷中信一所
指出的:“法，一直以来，都只是以秩序的建立和维
持为目的而发挥着作用。法必须以背后的权力所
具有的强制性为支撑……法家必须直面法的思想
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其缺少的决定性的东西，
正是和谐这一理念。”［28］( P． 249) 礼和法都是维护社
会秩序的工具，社会要有秩序，但秩序不能太僵硬，

需要弹性和张力，所以礼后面要辅之以乐，“乐合
同，礼别异”，既要有差别秩序，又要和谐稳定，这
是儒家的社会治理的理想路径。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谓: “法家不别亲疏，不

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
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
序》)这里讨论的法家实际上是以商鞅、韩非为代
表的三晋法家，他们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派，主

张变革的是传统的以先天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

起来的亲疏、贵贱社会规范系统，建立以农战军功
为主的新型官僚爵位政治秩序，以“法”指导评判
行动的元语言，很明显，这种制度是有缺陷的，“可
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三晋法家的事功倾
向使秦国在战国纷争中能一枝独秀，夺取天下，但

是“一断于法”却缺少张力，也即解释元语言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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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时，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是因为

“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促使他们
冒死起义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法的严酷。“一断于
法”而不考虑语境变量，而后者正是齐法家贵因重
权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治，

其实是对稷下法家自然符号思想的运用，也是开出

汉家四百年基业的关键所在，这正是以稷下学者为

中心的齐法家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贡献。

四、结语

孟天运指出，儒家的礼和仁“承载着两种价值
目标，这就是秩序与和谐，礼是外部行为规范，仁是

内部性情的原则，‘礼’主要是强调秩序，‘仁’主要
是强调和谐”［1］( P． 354) ，相较而言，法家给人的感觉
则是僵硬冷酷的，而实际上这只是三晋法家给人的

片面印象。在本文系统考察自老庄道家自然符号
思想及其对黄老学术思想的影响基础之上，我们已

经看到，在黄老学术思想影响下的齐法家的符号秩

序系统与三晋法家是不同的。其实已有学者研究
指出，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与三晋法家
有两点显著的不同，其一是齐法家吸收了流行齐国

的道家思想，用道家哲理论说法家政治，寻找法家

形而上学上的依据; 其二是齐法家同时受到来自其

近邻邹鲁之地的儒墨思想的影响，论证了礼法并用

的 必 要 性，以 此 区 别 与 阴 冷 的 三 晋 法

家［16］( PP． 219 ～ 220) ，突出了齐法家重礼乐教化的一面。
然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应该还是齐法家对黄老学术

思想的吸收，因道全法，给严酷的法律符号系统注

入“自然”的内容，增加了其文本解释项的张力，同
时贵因重权，也适当增加了法律符号系统中的语境

变量，这是法家不同于儒家乐教理论的另外一种稳

定社会秩序的方法论。
齐法家甚至将执道者纳入道法系统之中，便于

在理论制度上约束君主的绝对权力。如《慎子·
威德》谓:“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
也; 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 立官长以为

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天子、国君、长官皆是为天
下、诸侯国等政治治理服务的，而不是为了阿谀天
子、国君才去治天下、国家。正如徐汉昌所言: “明
君言行皆须合法，而官吏以能授事，以事受利，上下

守法，则私心不起，而怨不生，国家自然太平。”将
君主纳入道法系统之中，君权也会受到“道”这一
符号系统的约束。以笔者愚见，后来中国知识分子

的“道统”观念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
吧?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

求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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